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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和 ERA5（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第五代大气再分析数据集）

气象数据，本文分析了 2022年夏季历史极端高温条件下我国臭氧（O3）污染的变化及主要的

气象驱动因素。从空间分布上，2022年夏季全国 O3浓度呈现明显的反弹，6月的华北地区、

7~8月的南方地区较为明显；从长期趋势上，华北 2022年 6 月 O3浓度为 2015年以来同期第

二高，导致区域内平均超标 21天；长三角和四川盆地 2022年 7、8月的 O3浓度均是 2015年

来同期最高。从前体物变化来看，卫星数据显示 2022年 NOx排放相对于 2019~2021年无明显

的变化，同时南方地区 HCHO柱浓度的显著升高与温度变化十分一致，表明 2022年极端高温

事件是导致 O3浓度异常偏高的主要驱动因素。具体来说，2022年 O3异常与温度异常的空间

相关系数在 6~8月份分别达 0.71、0.64和 0.49，且重点城市 O3的温度敏感性也比较高；从环

流系统来看，O3异常升高与副高控制下的高温、低湿的静稳天气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特别

地，2022年极端高温事件下 O3对温度响应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观测上逐日 O3与温度的高

正相关关系在达到某个阈值后会消失，但 2022年华北和长三角在较高的温度下依然存在正相

关关系。本研究强调了极端高温事件对 O3污染的影响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复合污染协同治理

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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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surface ozone (O3) pollution and its dominant meteorological

drivers in China amid the record summertime extreme heat of 2022, us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ir

quality network measurements and EAR5 reanalysis meteorological fields. Spatially, O3

concentration in China holds a high level in summer of 2022, with strong positive anomalies over

northern China in June and over southern China in July-August. For long-term trend, O3

concentration in North China Plain (NCP) in June 2022 was the second highest among June months

since 2015, resulting in the regionally-averaged ozone exceedance days of 21 days. In July-August

2022, O3 concentration was the highest for the same months since 2015 both fo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the Sichuan Basin (SCB). In terms of ozone precursor changes, relative to

2019-2021, there was only slight change in satellite NO2 columns in 2022 and the enhancement in

satellite HCHO over southern China is consistent with temperature change, suggesting that the

record summertime extreme heat of 2022 is the dominant driver of the O3 enhancement. Specificall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O3 and temperature anomalies in 2022 are 0.71, 0.64 and

0.49 for June, July, and August, respectively, and the O3 sensitivity to temperature in major clusters

is also relatively high. This enhancement of O3 concentration also has a strong spatiotemporal

consistency with the stagnant weather conditions featuring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humidit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ubtropical high. In particular, the O3-temperature relationship in 2022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As observed in 2019-2021, the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O3-temperature is suppressed when reaching a high temperature threshold, but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still persisted at extremely higher temperatures in 2022 in the NCP and YRD.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role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events on O3 pollution, which poses a

pressing challenge to the synergistic control of complex air poll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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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地表臭氧（O3）污染不仅会增加人体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Huang et al.,

2018），而且会对陆地生态系统及农作物产量造成损害（Feng et al., 2020）。近十年，我国近地

面 O3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大气臭氧污染防治蓝皮书 2020》显示，2019年全国 337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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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的 42%。据估算，目前 O3污染在我国每年可

能造成约 154,000~316,000人的过早死亡（Malley et al., 2017）。而且 O3污染呈现典型的季节

特征，我国东部地区 O3污染在夏季最为严重。夏季 O3污染控制也是当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

关键。

近地面 O3污染是由氮氧化物（NOx= NO + NO2）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通过复杂的光

化学反应形成（Wang et al., 2017），不利的气象条件（比如高温、静稳天气等）往往是 O3污染

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已有许多研究分析了 O3污染与气象条件的关系。从天气尺度上，不少

研究在全国尺度上对 O3和局地气象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如 Chen et al., 2020; Han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0）。总体而言，O3浓度升高往往伴随着温度升高、湿度降低、云量减少、

边界层升高等，但风向或者风速在不同地区对 O3的影响会有很大差异。尽管不同研究关注的

气象要素有所侧重，但这些研究均强调了温度对 O3污染发生的重要影响。从 O3生成的化学反

应机制角度来说，温度增加可以提高反应速率常数，进而促进 O3的生成。Li et al.（2020）利

用统计模型评估发现局地气象变量，特别是温度的上升，对 2013~2019年我国夏季 O3增长的

贡献可达 0.70 ppb/年。

从气候尺度上，最近研究发现华北地区的极端 O3污染与极端高温呈现复合出现的特征，

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健康风险（Wang et al., 2021）。类似地，欧美地区发生的极端 O3污染主要还

是由于高温热浪过程导致的。2003年夏天欧洲出现了极端的 O3污染现象，Lin et al.（2020）

发现 2003年极端干旱以及植被-大气化学相互作用过程是造成极端 O3污染过程的主要原因。

2010年秋天美国东南部出现了 O3浓度的极端高值，Zhang and Wang（2016）发现极端高温和

干燥天气条件下植被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增强可能是造成 O3急剧上升的原因。未来气候下的预

估研究也显示出高温对 O3污染的重要作用，Shen et al.（2016）根据 O3-温度的关系构建了统

计模型，发现在 RCP4.5情景下 2000~2050年气候变化使得高 O3事件的发生频率会显著增加。

因此，解析高温事件下 O3污染的变化特征对于厘清近地表 O3污染成因是非常关键的。

不过以往研究很少关注我国极端高温事件下 O3污染的演变规律。2022年夏季，我国出现

了历史罕见的高温过程，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例如，我国中东部区域平均的极端高

温频次为 22次，是 1979 年以来的最高值，远远高于气候态的 4.3次（孙博等，2022）。根据

中国气象局的统计显示（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qxj/Document/1731311/

1731311.htm [2022-11-03]），今年夏季（6月 13日到 8月 30日）是我国中东部自 1961年有完

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高温过程。尽管极端高温过程对社会经济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但这也为从观测上研究我国极端高温和 O3污染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本文利用国家生态环境部地面监测网和 ERA5 气象再分析数据，分析了 2022年夏季我国

极端高温下 O3污染的演变特征，并探讨了高温气象条件与高 O3污染的联系，强调了极端高温

事件对 O3影响的独特性规律，最后简要分析了极端高温下 O3-PM2.5的相关性。本文为深入理

解极端高温与 O3的过程机制以及大气复合污染成因提供了观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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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资料

2.1 地面观测数据

本文用到的空气质量地面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的地面监测网，包括 O3、PM2.5逐小时浓度。

全国空气质量监测网于 2013年启动，国控站点现已覆盖全国的 300 多个城市共计 1500 多个

站点。在本文中，逐日臭氧浓度采用 O3的日最大八小时滑动平均值（MDA8 O3），逐日 PM2.5

浓度采用的是 PM2.5 的 24 小时均值。MDA8 O3 计算方法参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O3浓度的单位由μg/m3在同一标准下转化为 ppbv，此单位与压强气温（参

比状态）无关。需要指出的是 2018年 8月 31日之前参比状态为标准状况（273 K，1013 hPa），

2018年 9月 1日之后更改为 298 K和 1013 hPa。O3超标天的统计标准是标准状况下的 160 μg/m3

（即 75 ppbv）。

2.2 ERA5再分析气象场数据

本文中使用的气象场资料为 ERA5 同化数据，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提供。ERA5 官网提供了高分辨率（0.1°×0.1°）

时空连续的气象场数据，文中使用了包括 2 m气温、地表湿度、总降雨量、500 hpa和 850 hpa

风场等数据，其中 2 m气温为小时值，其余数据均为月均值（Hersbach et al., 2018）。

2.3 TROPOMI卫星观测数据

为反映近几年臭氧前体物 NOx和 VOCs排放的变化，我们使用了最新的高分辨率 TROPO

MI卫星反演的对流层 NO2和 HCHO柱浓度数据。已有研究指出，卫星 NO2和 HCHO能够较

好反映我国夏季人为排放的变化（Shah et al. 2020; Li et al., 2020）。TROPOMI是 2018年 2

月开始运行的 Sentinel-5P（哨兵 5P）极轨卫星携带的监测仪，是当前水平分辨率最高的全球

大气污染物监测卫星之一。本文使用的是 2019~2022年夏季的对流层 NO2和 HCHO月均柱浓

度数据，NO2和 HCHO柱浓度分别选取质量级数大于 0.75 和 0.5 的数据，这样确保能够去除

云量大于 0.5和质量不高的观测记录。下载网址为 https://s5phub.copernicus.eu/dhus/ [2023-01-

06]。

3 结果与讨论

3.1 2022年夏季我国近地表 O3污染特征

为了探究 2022年夏季我国 O3污染的基本特征，图 1展示了 2022年夏季我国 325个城市

的逐月近地表MDA8 O3浓度及超标天数的空间分布。总体而言，2022年 6月 O3污染最为严

重，在我国华北及周边大范围区域内的城市月均MDA8 O3超过了 80 ppbv，月均值最高超过

105 ppbv。在长江以南和东北地区月均 O3浓度不高。全国来说，6月份有 219个城市至少出现

了 1次 O3超标天，占城市总数量约 2/3，并在其中 48个城市的 O3超标天数量大于 20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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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天的高值区与浓度高值区一致，在华北平原及周边有超过 20个城市的月超标天总数大于 25

天，并在其中两个城市高达 30天（超标率 100%），显示出 6月华北平原 O3污染的严重性。

2022年 7月 O3浓度在华北区域明显降低，但在四川盆地、珠三角地区显著增加。在华北、

四川东部以及长三角地区的部分城市月均MDA8 O3超过 70 ppbv。全国范围内，7 月出现 O3

超标的城市进一步增加到 227个，并在四川盆地和华北的 9个城市 O3超标天多于 20天。南方

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也出现了 O3超标天，最高达 13天。2022年 8月 O3污染形势和 7月类

似，华北地区大面积 O3污染略有缓解，全国当月出现超标天的城市下降到 202个。O3浓度在

长三角地区和四川盆地最高，最高值分别为 81和 85 ppbv，相应的最大超标天数分别为 20和

23天。

图 1：2022年夏季我国月均MDA8 O3浓度（a–c，单位：ppbv）和总超标天数（d–f，单位：天）

Fig 1: Monthly mean concentrations of MDA8 O3 (a-c, unit: ppbv) and the number of ozone exceedance days in each

month (d-f, unit: days) in summer 2022 over China

图 2（a–c）给出了 2022年夏季MDA8 O3相对于 2015~2021均值的异常值。自 2013年起

我国开始逐步建设地面空气质量监测网，直到 2015年国控观测站点数量趋于稳定，为了保证

O3数据的连续性，本文没有使用 2013~2014年的观测数据。2022年 6月在华北平原、西北地

区等（图 2a），MDA8 O3月均浓度相对 2015~2021 年偏高，异常升高在河南、河北、山西交

界处附近达到最大，最大月均异常值超过了 20 ppbv，而南方和东北地区的 O3浓度较多年均值

略微偏低。在 2022年 7月，月均 MDA8 O3的异常高值区由华北南移至四川盆地、长三角一

带，最高月均异常值可达 23 ppbv。O3异常的高值区集中在四川地区附近，区域内多数城市站

点的正异常超过 20 ppbv。8 月份与 7 月份的空间分布类似，只是 8 月长三角地区的最高正异

常达到了 24 ppbv，而四川盆地地区的 O3正异常相对于 7月则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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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22年夏季我国月均 MDA8 O3浓度相对于 2015~2021平均的异常值（a–c，单位：ppbv）和月均日最

高气温相对于 2015~2021平均的异常值（d–f，单位：℃）

Fig 2: Anomalies in monthly mean values of MDA8 O3 (a-c, unit: ppbv) and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d-f,

unit: °C) in summer 2022 relative to 2015-2021 averages

我们重点关注了人口最为聚集、O3污染相对严重的四大城市群地区：华北平原（NCP）、

长三角（YRD）、珠三角（PRD）和四川盆地（SCB）。为了厘清近年来各大城市群的夏季 O3

变化特征及 2022年 O3的异常情况，进一步定量统计了 2015 年以来夏季 MDA8 O3的变化情

况（图 3）。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YRD地区 2022年有部分城市缺测，为了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本文对该地区所有年份的统计值均只包含 2022年有数据的城市。

总体而言，我国夏季 O3浓度在 NCP地区最高，其次是 YRD和 SCB地区，浓度最低的是

PRD地区。一方面这是由于 NCP地区人为排放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南方城市群（YRD、

SCB、PRD）地区夏季通风条件相对较好、更长的夏季风雨季不利于 O3生成。从年际变化来

看，2015~2019年我国夏季 O3污染逐步上升，在 2019年 6月的 NCP地区高达 97 ppbv。随着

我国不断加强对夏季 O3污染的控制，整体上 2020~2021年 O3浓度有所下降（Yin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2）。但是如图 3所示，四大城市群在 2022年夏季不少月份的MDA8 O3相比 2020

和 2021年显著上升。

具体来说，在 2022年 6月，NCP地区的平均 O3浓度回升到了 2018年的水平（区域内的

月均值达 94 ppbv），为 2015年以来同期第二高年份。不过其他几个城市群的 MDA8 O3与前

两年无明显差别。2022 年 7 月，在 YRD 和 SCB 地区 O3浓度大幅度上升。在 YRD 地区，7

月MDA8 O3浓度达 70 ppbv，为 2015年来同期最高值。在 SCB地区月均MDA8 O3的上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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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由 2020年的 52 ppbv和 2021年的 61 ppbv上升到了 76 ppbv，为 2015年来同期最高

值。在 PRD地区，O3浓度相比往年只是略微上升，MDA8 O3月均值为 51 ppbv。与 7月份类

似，8月份 YRD和 SCB地区的 O3浓度也是 2015年来同期的最高值，分别达到 74和 71 ppbv。

表 1给出了 2015年以来四大城市群夏季各月的超标天情况，O3超标天和 MDA8 O3浓度

的趋势一致，均反映了 2022年夏季我国 O3污染的严重性。具体而言，在 2020~2021年 O3超

标情况有所缓解的背景下，2022年 6月 NCP地区的平均超标天回升到了 21.2天，仅次于 2018

年的 22.9 天和 2019年的 24.4天。在 YRD 地区，7、8 月份的 O3超标天数平均达到了 8.8和

10.8 天，均处于同期最高水平。SCB 地区 7 月份的平均 O3超标天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10.9

天，比历史最高的 2017年高出近 80%，均值为四大城市群里最高；8月份的平均 O3超标天有

所回落，但仍达到了 6.7天。

图 3：2015~2022年夏季各月我国四大城市群区域平均的MDA8 O3时间序列（单位：ppbv）：（a）华北平原

（34~41°N，113~119°E）；（b）长三角（30~33°N，119~122°E）；（c）珠三角（21.5~24°N，112~115.5°E）；

（d）四川盆地（28.5~31.5°N，103.5~107°E）

Fig 3: Time series of monthly mean MDA8 O3 in the four megacities during summers of 2015-2022 (unit: ppbv): (a)

North China Plain (NCP; 34-41°N，113-119°E), (b)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30-33° N, 119-122° E), (c) Pearl

River Delta (PRD; 21.5-24° N, 112-115.5° E), (d) and the Sichuan Basin (SCB; 28.5-31.5° N, 103.5-10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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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2022年夏季各月我国四大城市群区域平均的 O3超标天（>75 ppbv，单位:天）

Table 1: Averaged ozone exceedance days in four megacities during summers of 2015-2022 in China (unit: days)

地区 月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NCP

6月 8.4 10.8 19.2 22.9 24.4 18.9 17.8 21.2

7月 6.2 5.3 9.5 9.2 18.4 11.9 7.8 9.1

8月 3.5 2.2 7.0 9.2 5.3 6.6 9.2 4.6

YRD

6月 4.0 4.1 7.2 10.2 11.7 4.7 9.8 9.9

7月 4.5 6.7 8.6 4.0 8.1 3.6 3.5 8.8

8月 7.1 6.2 4.4 4.0 5.2 4.8 6.2 10.8

RPD

6月 0.0 0.7 0.3 3.1 1.3 0.0 2.2 0.0

7月 1.2 2.7 2.0 1.2 1.3 1.3 3.1 4.4

8月 2.9 5.0 2.1 2.8 3.6 3.8 0.9 2.1

SCB

6月 0.9 2.6 1.1 2.9 4.3 4.4 3.6 3.2

7月 5.0 1.6 6.1 1.6 1.4 1.6 3.4 10.9

8月 1.3 2.9 2.1 3.9 6.8 3.1 4.4 6.7

3.2 2022年夏季卫星观测 O3前体物的变化特征

基于对全国 O3异常分布和四大城市群地区 O3污染长期趋势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在 2022

年 6月的 NCP地区、7~8月的 YRD和 SCB地区 O3浓度和超标天增加最为显著。排放和气象

是 O3浓度变化的两大驱动因素。近期研究指出，我国城市群地区夏季 O3生成主要处于 VOC

控制区或过渡区（Lu et al., 2019; Kang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1）。在 VOC控制区，当 NOx

排放降低或者 VOC排放上升时都会导致 O3上升；而在过渡区，无论是 NOx排放降低还是 VOC

排放降低，臭氧都会下降。首先，为反映近几年 O3前体物 NOx排放的变化，我们使用了最新

的高分辨率 TROPOMI卫星反演的对流层 NO2柱浓度数据。表 2列出了 2019~2022年 O3异常

升高的三大城市群夏季平均 NO2柱浓度的数据，去探究是否 NOx排放变化对 2022年 O3有较

大影响。

表 2 TROPOMI卫星观测的华北平原（NCP）、长三角（YRD）、四川盆地（SCB）2019~2022年夏季平均的对

流层 NO2柱浓度（单位：1×1015 molec/cm2）

Table 2: Summertime mean tropospheric NO2 columns averaged over the NCP, YRD, and SCB regions over

2019-2022 from the TROPOMI satellite (unit: 1×1015 molec/cm2)

年份 NCP YRD SCB

2019 3.75 3.88 2.50

2020 3.33 3.62 2.39

2021 3.61 4.16 2.87

2022 3.59 3.92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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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除了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Li et al., 2021）影响导致 NO2柱浓度有明显降

低外，2019~2022 年期间 NO2柱浓度没有明显变化（表 2）。具体来说，在 NCP 地区，2022

年夏季平均 NO2柱浓度相比 2021 和 2019 年分别下降了 0.02×1015 molec/cm2和 0.16×1015

molec/cm2，占比不超过 2019年夏季均值的 5%。在 YRD地区，2022年相对 2019年上升了 0.04

×1015 molec/cm2（1%），相对 2021年小幅下降了 0.24×1015 molec/cm2（6%）。在 SCB地区，

NO2柱浓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无论是 NCP、YRD地区 NO2柱浓度的略微下降还是

SCB地区 NO2柱浓度的上升，即使城市群 O3生成处于 VOC控制区或过渡区，相对小的 NOx

排放变化无法解释 2022年 O3浓度的大幅异常升高。

图 4 给出了 2019~2022年夏季 HCHO柱浓度的变化，因为 HCHO是重要的 VOC氧化产

物，能够间接反映 VOC排放的变化。在 6月份，华北地区 HCHO柱浓度呈现下降的态势，2022

年 HCHO柱浓度值均小于前三年，因此 VOC排放变化无法解释华北 6月份臭氧的异常升高。

在 7-8月份，2022年的 HCHO柱浓度在四川盆地和长三角地区均是近几年的最高值，达 20×

1015 molec/cm2，这于该地区观测到的臭氧异常升高是一致的。人为源和自然源 VOC排放都会

对 HCHO柱浓度有重要贡献，而且自然源 VOC排放受温度等环境因素影响明显。我国自然源

VOC 排放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北方地区（Ma et al., 2021）。根据后文中

2022年 7-8月温度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2022年四川盆地和长三角地区 HCHO柱浓度的异常

升高是与温度升高密切相关的，即温度异常也在四川盆地和长三角地区最为显著。因此，四

川盆地和长三角地区自然源 VOC排放升高可能对 O3浓度异常上升有重要贡献。

图 4: TROPOMI卫星观测的 2019~2022年我国东部夏季对流层 HCHO柱浓度（单位：1×1015 molec/cm2），上

图和下图分别为 6月和 7~8月平均值

Fig 4: Summertime tropospheric HCHO columns from the TROPOMI instrument over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9-2022 (unit: 1×1015 molec/cm2). The top panels and bottom panels are the values averaged over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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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uly-August months, respectively.

3.3 2022年夏季极端高温对 O3污染的影响

除了人为排放的影响外，O3污染的年际变化可能很大程度上受气象因素的影响（Li et al.,

2020）。特定的气候系统会导致我国夏季 O3污染的加重，如大陆上空的反气旋带来晴朗高温、

低湿度、低降雨量、低风速等气象条件（Fu et al., 2019）。从全国尺度来看，在 2022年夏季出

现极端高温的背景下，O3污染无论从分布广度和持续时间、强度上都明显增加。如图 2（d-f）

所示，华北平原、四川盆地和长三角各月温度正异常和 O3异常分布一致，全国 6、7、8 月

MDA8 O3异常值与日最高气温异常值的空间相关系数（r）分别高达 0.71、0.64、0.49（置信

度水平大于 95%）。此外，八月份的湖南、江西等气温明显偏高的区域对应的 MDA8 O3并不

偏高，这可能与这些区域的人为排放相对城市群地区较低，O3对温度敏感性相对较小有关

（Steiner et al., 2006; Bloomer et al., 2009）。上述分析表明 2022年夏季各月的极端高温和 O3异

常在空间上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尤其是重点城市群地区。因此，为进一步探究 2022年 O3污染

严重的城市群地区的气象条件，我们针对 6月的华北地区、7~8月的长三角和四川盆地进行了

重点分析。

最新研究指出，2022年 6 月我国华北极端高温事件频次、日最高温度平均值、高温日数

相比平均气候态明显偏多或偏强大（孙博等，2022）。如图 5（a）所示，NCP地区MDA8 O3

和日最高气温异常（相对于 2015~2021同期平均）的空间分布存在高度一致性，在观测站点

日最高气温的月均异常值最高达 4.4 ℃，MDA8 O3最大异常值达 20.4 ppbv。就 NCP整体而言，

城市站点的月均MDA8 O3较过去 7年均值高出了 8.1 ppbv，而相应站点的日最高气温平均上

升了 1.7 ℃，区域内ΔMDA8 O3/ΔT为 4.7 ppbv/℃，显示出 O3具有较高的温度敏感性。如图

5（b）所示，在 MDA8 O3升高的区域，850 hPa 对应出现了明显的偏南风异常，不利于污染

物扩散的同时还造成来自华东地区污染物的长距离输送，进一步加剧华北的 O3污染，这一机

制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Gong et al., 2020）。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 6月华北的东北部出现

了 O3的异常偏低，这与冷涡控制下的降水偏多有关（图 5c）。

图 5：2022年 6月我国北方的 O3和气象场的异常值（a）观测的MDA8 O3（打点，色标上方单位：ppbv）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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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高气温（填色，色标下方单位：℃）；（b）湿度（填色，单位：%）和 850 hPa风场（c）月总降雨量（填

色，单位：mm）和 500 hPa风场。异常值是 2022年 6月相当于 2015~2021年 6月平均值，华北平原如绿色

方框所示。

Fig 5: Anomalous values over North China in June 2022 for (a) MDA8 O3 (unit: ppbv) and surface daily maximum

air temperature (unit: ℃), (b) wind field at 500 hPa and surface relative humidity (unit: %), (c) wind field at 850 hPa

and total precipitation (mm). Anomalies are relative to 2015-2021 averages, and NCP is highlighted in green

rectangle.

2022年 7~8月从西南地区到整个长江流域在异常偏强的副高控制下，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极端高温事件。如图 6所示，SCB 地区出现了比 NCP 更为剧烈的高温异常，区域内温度和

O3异常均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在 SCB地区，7、8月的月均温度比 2015~2021年高

出 4.2 ℃，相应的MDA8 O3上升了 15.2 ppbv，区域内ΔMDA8 O3/ΔT为 3.6 ppbv/℃，说明

SCB地区MDA8 O3对于温度的敏感性也较高，但略微小于 NCP 地区。在 YRD 地区，也出

现了显著的高温异常，区域内 7、8 月的平均日最高气温较过去高出 2.8 ℃，区域内城市站

点MDA8 O3上升了 12.1 ppbv，ΔMDA8 O3/ΔT为 4.26 ppbv/℃。从高空来看，图 6c中在 500

hPa 出现横跨中国南方的反气旋异常，SCB 和 YRD 地区处于副高控制的范围内，造成长期

处于干燥（图 6b）、少雨（图 6c）的条件下，极有利于 O3的生成；再加上副高控制区盛行下

沉气流，也有利于 O3的进一步累积。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南方大部分地区，四川盆地出现

局地的极端高温、低湿的现象。我国南方在大范围的副高控制下，盛行下沉气流，特别在 SCB

地区 500 hPa垂直速度呈现显著的异常（+0.05 Pa/s，图未显示），同时降雨异常为-137 mm（图

6c），上述气象要素异常值均为我国南方地区最大，同时在地形作用下叠加了中低层偏南风的

暖干下山气流，这也可能是造成 SCB地区 O3升高相比 YRD地区更为明显的原因。

图 6：2022年 7~8月我国南方的O3和气象场的异常值（a）观测的MDA8 O3（打点，色标上方单位：ppbv）

与日最高气温（填色，色标下方单位：℃）；（b）湿度（填色，单位：%）和 850 hPa风场（c）月总降雨量（填

色，单位：mm）和 500 hPa风场。异常值是 2022年 7~8月相当于 2015~2021年 7~8月平均值, 长三角地区和

四川盆地如绿色方框所示。

Fig 6: Anomalous values over South China in July-August 2022 for (a) MDA8 O3 (unit: ppbv) and surface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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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air temperature (unit: ℃), (b) wind field at 500 hPa and surface relative humidity (unit: %), (c) wind field

at 850 hPa and total precipitation (mm). Anomalies are relative to 2015-2021 averages, and YRD and SCB are

highlighted in green rectangle.

由此可见，2022年我国MDA8 O3出现明显升高的现象与 2022年副高异常主导的极端高

温、低湿等特征的静稳天气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特别是，随着气候变暖和极端气温频次增

加的背景下（Wang et al., 2019），对于未来 O3污染控制将提出更大的挑战。因此，下一节更

进一步分析了 2022年极端高温年份与正常年份（2019~2021）下 O3-温度之间的统计关系，为

深入理解极端高温下 O3污染成因提供观测基础。

3.4 极端高温时 O3-温度的统计关系

过去的研究已经证实，O3的浓度和温度具有很好的正相关关系（Vukovich and Sherwell,

2003），这主要是由于温度增加可以提高 O3生成的化学反应速率、增加 O3前体物的自然源排

放强度等；但是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O3与温度的相关性可能会发生转变，即 O3生成受到抑

制（Steiner et al., 2010）。Ning et al.（2022）的统计分析表明，2015-2019年，我国约 19%的城

市出现了这种相关性的转变，其中 80%的城市的转变温度>34 ℃。在 2022年极端高温的情况

下，这种 O3与温度的相关性有何变化，对于预估未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温频发的情景下

O3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图 7给出了 2022年极端气温下（红色点）和最近三年（2019~2021，蓝色点）O3浓度与

气温的散点图。在统计MDA8 O3与日最高气温的关系时，将城市群内所有站点观测的气温每

隔 0.5℃为一组进行平均。依据 2019~2021的观测数据，在 NCP地区 6月份 O3与日最高气温

关系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 O3浓度随温度升高而单调上升；然而，日最高气温达 35.5℃

阈值之后这种正相关关系消失，随着日最高温度的上升 O3浓度不再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不过，

在 2022年极端高温的背景下，这种 O3受抑制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如图 7a红色打点所示，在

日最高气温超过 35.5 ℃这个阈值之后，O3浓度继续随温度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对 NCP 地

区而言，2019年 6 月的月均日最高气温与 2022年情况类似，即使在统计时不包括 2019高温

年的数据，对总体结论也基本没有影响。在 SCB地区，无论是过去三年还是 2022极端高温背

景下，区域内MDA8 O3和日最高气温在 39 ℃阈值之前呈正相关，而在之后呈负相关。在 YRD

地区，35.5 ℃阈值之前 O3和日最高气温的同样表现为正相关性，在日最高气温达到 35.5 ℃

左右之后 O3同样会出现随着温度升高而浓度下降的现象。但是，在 2022年极端高温的 7~8

月，这种 O3抑制的温度阈值呈现出一定的升高（37 ℃左右）（图 7c）。

关于我国MDA8 O3和日最高气温的正相关关系在达到一定温度阈值后转折的研究相对较

少（Ning et al., 2022），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 O3在大气中复杂的光化学过程或者气象过程相

关。首先，尽管随着气温升高 BVOC的排放速率会增强，但是在极端高温下植被气孔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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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BVOC）排放降低也很有可能影响地表 O3浓度（Steiner et al., 2010）；

或者南方地区高温往往伴随湿度增加反而会影响 O3光化学。太阳辐射作为影响臭氧生成的核

心因素，本文统计了地表净太阳辐射与温度的关系。发现在日最高气温到达一定阈值后地表

净太阳辐射增加明显变缓，这有可能是导致较高温下臭氧浓度增加被抑制的原因之一，不过

2022年极端高温条件下太阳辐射与温度的关系相比 2019~2021变化较小（图未显示）。

除了对 BVOC有重要影响，极端高温对土壤 NOx排放影响也很明显，随着温度升高土壤

NOx排放迅速增加（Lu et al., 2021）。在 2022年极端高温下，华北地区 O3与温度在较高的温

度下依然保持正相关关系。在华北地区，自然源 BVOC排放相对较低而土壤 NOx排放较高，

因而在极端高温下 BVOC 抑制作用对 O3影响有限。而 2022年长三角地区的正相关性发生转

变的温度阈值升高，在长三角较高的 BVOC排放和土壤 NOx排放下，极端高温可能通过增加

土壤 NOx排放增强的 O3区域生成。

上述现象充分说明了在极端温度影响下，O3的生成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且呈现有明

显的区域特征，这可能与所在地区臭氧前体物排放对温度的响应有关。不过上述推测需要在

后续的研究中通过大气化学传输模式和更加全面的外场观测试验进一步阐明。由于在气候变

暖的背景下，极端气温的出现将会更加频繁，MDA8 O3和温度相关性转变的阈值随着极端高

温的持续出现而升高现象可能对 O3污染治理带来更多的困难。

图 7： 逐日MDA8 O3与日最高气温的散点图，蓝色为 2019~2021年的观测，红色为 2022年的观测：（a）华

北平原（NCP）六月日最高气温（x轴，单位：℃）与MDA8 O3（y轴，单位：ppbv）；（b）四川盆地（SCB）

7~8月日最高气温与MDA8 O3；（c）长三角（YRD）7~8月日最高气温与 MDA8 O3。黑色横线表示 75 ppbv

的臭氧空气质量标准值，蓝色竖线表示 2019~2021年相关性发生转变的日最高气温阈值。

Fig 7: Scatterplot of daily MDA8 O3 and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2019-2021 values in blue and 2022 values in

red): (a) June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x-axis in °C) and MDA8 O3 (y-axis in ppbv) in NCP ; (b) July-August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MDA8 O3 in SCB; (c) July-August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MDA8 O3 in

YRD. National ozone air quality standard of 75 ppbv in China is shown in black lines, and the shift of ozone-T

correlation is highlighted in blue lines as determined by 2019-2021 observations.

此外，Schnell et al（2017）在美国东部的研究表明，伴随极端高温过程的 O3污染和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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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有较高的共现概率，与单一极端事件单独作用相比，极端事件的组合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或风险。同时，我国 PM2.5和 O3的复合污染成因及协同控制也是当前研究关注的重点（Dai et

al., 2023）。因此，我们统计了我国 2022 年夏季出现极端高温的重点城市群地区的日均 PM2.5

与MDA8 O3的相关性，其 R值在 0.53-0.69 之间，说明在极端高温下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未来极端高温增加的情形下，我国大气复合污染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与研究。

4 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2022年夏季全国 O3浓度呈现明显的反弹，在四大城市群中，华北地区 6 月的平均

O3浓度为 2015年以来第二高（仅次于 2019年）；长三角和四川盆地 2022年 7和 8月的 O3浓

度均是 2015年来同期最高值。

（2）臭氧前体物的卫星观测显示人为排放变化很难解释 2022年臭氧浓度异常升高；从

环流系统来看，重点地区 O3异常升高与副高控制下的高温、低湿的静稳天气有较强的时空一

致性，因此 2022年极端高温事件是导致 O3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3）2022年的极端高温事件下 O3与温度的关系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同。通常逐日 O3与

温度的高正相关关系在达到某个阈值后会消失。然而 2022年 6月，在华北气温达到阈值 35.5 ℃

之后 O3仍随温度升高而上升。长三角地区 2022年 7~8月的 O3与温度的关系也呈现出类似的

特征。

本研究从观测揭示了极端高温事件对 O3污染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强调了 2022年历史极端

高温事件下 O3污染随温度变化的独特性规律，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我国大气 O3-PM2.5复合污染

提供了观测基础。后续研究亟需结合外场观测和大气化学传输模式去识别决定 O3-温度关系变

化的主导因素，特别是人为源和自然源相互作用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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